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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的增长及其对城市
发展战略的影响

丁成日　何　晓　朱永明

摘 要　伴随全球城市化发展，超大城市增长迅速。作者分析了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３５个超大城市的发展趋势，通过对比国家人口和城市人口的
增长，揭示超大城市显著的增长速度，并利用首位度、城市集中度、齐普夫

指数和熵测度城市体系结构，分析超大城市对城市体系的影响；在此基础

上，阐述了超大城市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超大城市对城市发展战略、政策

和规划的影响。结果表明：（１）超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快于国家人口、国家
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２）超大城市的增长使得城市体系结构呈现 （至少

是局部）发散式的发展；（３）超大城市的增长往往以中小城市的萎缩为代
价；（４）超大城市的增长改变了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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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世界的城市化进程进入 （新的）高速发展阶段。世界城市化率在

１９８０年为３９３５％，仅比１９６０年 （３３６１％）高出不到６个百分点，到２０００年达到
４６６９％，而到２０１９年已经达到５５７２％。第二个２０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世界城市化率
增长的幅度大于前一个２０年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小于后一个１９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
从城市化率提高的百分点上看，１９８０年以来世界城市化进程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大城市的出现和增长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超大

或巨大城市。国际上将城市人口规模超过１０００万人的城市称为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我们国
家也把城市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人的城市称为超大城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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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数据①显示，全球超大城市的数量从１９８０年的６个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５个。
１９８０年６个超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为１６４０万人，２０２０年它们的平均规模则增长到
２５８０万人，４０年间增长了近１０００万人口。

超大城市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思考和研究。本文关注的问题

是：（１）超大城市增长的规律和趋势是什么？（２）超大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机制是什
么？（３）超大城市发展对城市体系和其他规模的城市的影响是什么？（４）超大城市
的发展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化战略、规划和政策有什么影响？本文利用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事务部公开发布的数据，分析超大城市发展趋势及其对城市体系的影响，结合相关城

市理论和综述来回答超大城市发展机制和超大城市对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这两个问题。

认识超大城市的发展规律对中国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按城区常住人口统计，２０２０
年中国有６个超大城市，未来２０～３０年内还将再有至少６个超大城市出现。认识超
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我们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基础。

一、超大城市的发展趋势

（一）超大城市的数量和分布

１９８０年世界有６个超大城市，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日本和美国等５
个国家，其中日本有２个超大城市。６个超大城市平均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２０２０年超大城市的数量增长到３５个，拥有超大城市的国家 （简称超大城市国家）

数量新增了１６个。这１６个国家有２个是发达国家，其余１４个都是发展中国家。２０２０年，
１７个发展中国家集中了２９个超大城市，而４个发达国家共有６个超大城市 （见表１）。

表１　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及其增长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

国家
１９８０年城市
化率（％）

２０２０年城市
化率（％）

总人口增长

率（％）
城市人口增长

率（％）
超大城市

２０２０年
人口（千人）

人口增长

率（％）

刚果民主共和国 ２７０７ ４５６４ ２３９５８ ４７２４７ 金沙萨 １４３４２４４ ５９８６５
埃及 ４３８６ ４２７８ １３３４３ １２７７１ 开罗 ２０９００６０ １８４４１

尼日利亚 ２１９７ ５１９６ １８０６３ ５６３６７ 拉各斯 １４３６８３３ ４５８６０
孟加拉国 １４８５ ３８１８ １０８３９ ４３５７０ 达卡 ２１００５８６ ５４３２３
印度尼西亚 ２２１０ ５６６４ ８４５７ ３７２９４ 雅加达 ３５４２６７２ １９７４５
菲律宾 ３７４６ ４７４１ １３１４６ １９２９６ 马尼拉 １３９２３４５ １３３８２
泰国 ２６７９ ５１４３ ４６４８ １８１２０ 曼谷 １０５３９４２ １２３１４
俄罗斯 ６９７５ ７４７５ ４１５ １１６２ 莫斯科 １２５３７９５ ５４１０
土耳其 ４３７８ ７６１１ ９０６４ ２３１４０ 伊斯坦布尔 １５１９０３４ ２４５４７
法国 ７３２８ ８０９８ ２１５５ ３４３１ 巴黎 １１０１７２３ ２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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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ｏｒｇ／ｗｕｐ／。该数据的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的数据是预测的；个
别城市统计的是行政区范围的数据，而不是都市区，本文根据相应国家或城市的官方数据进行了调整。



续表

国家
１９８０年城市
化率（％）

２０２０年城市
化率（％）

总人口增长

率（％）
城市人口增长

率（％）
超大城市

２０２０年
人口（千人）

人口增长

率（％）

墨西哥 ６６３４ ８０７３ ９３０１ １３４８８ 墨西哥城 ２１７８２３８ ６７２０

阿根廷 ８２８９ ９２１１ ６１９２ ７９９４ 布宜诺斯艾利斯 １５１５３７３ ５２７６

哥伦比亚 ６３７４ ８１４３ ８１０５ １３１２９ 波哥大 １０９７８３６ ２１１４３

秘鲁 ６４５７ ７８３０ ９１９０ １３２６８ 利马 １０７１９１９ １４１５５

韩国 ５６７２ ８１４１ ３５３７ ９４３０ 首尔 ２５９２４０６ ２１３９３

巴基斯坦 ２８０７ ３７１７ １６６９０ ２５３４３
拉合尔 １２６４２４２ ３３８７３

卡拉奇 １６０９３７９ ２１８８３

巴西 ６５４７ ８７０７ ７６５１ １３４７７
里约热内卢 １３４５８０８ ５３２１

圣保罗 ２２０４３０３ ８２３３

日本 ７６１８ ９１７８ ７３６ ２９３５
大阪 １９１６５３４ １２５５

东京 ３７３９３１３ ３０９８

美国 ７３７４ ８２６６ ４４２５ ６１７１
洛杉矶 １２４４６６０ ３０８６

纽约－纽瓦克 １８８０３５５ ２０５２

印度 ２３１０ ３４９３ ９８５１ ２００１７

钦奈 １０９７１１１ １６２００

班加罗尔 １２３２６５３ ３３８２９

加尔各答 １４８５００７ ６３１８

孟买 ２０４１１２７ １２１８７

德里 ３０２９０９４ ４４２１７

海德拉巴 １０００４１４ ３０２２５

中国 １９３６ ６１４３ ４３３３ ３５４８４

北京 ２０４６２６１ ２８１３１

重庆 １５８７２１８ ４３５９７

广州 １３３０１５３ ６１１３５

深圳 １２３５６８２ ２０８４９８０

天津 １３５８９０８ ２６２３３

上海 ２７０５８４８ ３５６４６

　　注：数据的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的数据是预测的；个别城市统计的是行政区范围的数据，而不是都市
区，本文根据相应国家或城市的官方数据进行了调整。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ｈｔｔｐ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ｏｒｇ／ｗｕｐ／。

２１个超大城市国家中，中国和印度拥有的超大城市数量最多，各有６个。美国、
日本、巴西和巴基斯坦各有２个。其他１５个国家都只有１个超大城市，其中包括７个１
亿人口以上的人口大国 （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俄罗斯、埃及、菲律宾

和墨西哥）。一些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也有超大城市出现，比如阿根廷 （４５００万人）、
秘鲁 （３２００万人）、哥伦比亚 （５０００万人）、法国 （６７００万人）、韩国 （５２００万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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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口规模数据经四舍五入处理。



１９８０年，这２１个国家中只有４个国家进入城市化后期 （城市化率大于７０％），
有８个国家处在城市化初期 （城市化率小于３０％），其他９个国家处在城市化中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有７个国家进入城市化后期 （这 ７个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提升了
１８４９个百分点），８个１９８０年是城市化初期的国家全部进入城市化中期 （这８个国
家的城市化率提升了２４２６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成为超大城市的城市中，１个产生
于１９８０年已是后城市化国家的美国；有９个产生于在此期间进入城市化后期的国家；
１６个产生于在此期间从城市化初期进入城市化中期的国家；其他２个则形成于一直
保持在城市化中期的国家 （埃及和菲律宾），其中埃及的城市化率是下降的 （可能是

国家政治动荡的原因），菲律宾的城市化率则提升不到１０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超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普遍性。超大城市既可以在发达国家出

现，也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既可以在人口大国出现，也可以在人口小国出现；既

可以在处于城市化后期的国家形成，也可以在处于城市化初期或中期的国家形成；既

可以在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的国家发展，也可以在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的国家发展。

（二）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

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迅速。２０２０年的３５个超大城市在１９８０年的平均人口规模
仅为７１７万人，２０２０年则达到１７３５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净增长２５万人。增长速
度最惊人的是中国的深圳，其人口规模从 １９８０年的不到 ６０万人增长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１２３６万人① （见表１）。除深圳外，其他超大城市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人口规模的平均增长
率为 ２１８％；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沙萨，增长将近 ６倍
（５９８６５％），即从１９８０年的大城市 （２０５３万人）发展成为 ２０２０年的超大城市
（１４３４２４万人）；增长速度最慢的是日本的大阪，人口仅增长了１２５５％。２０２０年世
界最大的超大城市是日本的东京，人口规模将近 ３７４０万人，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增长了
３０９８％，净增长８８０多万人，占同期日本新增城市人口的３４％；人口规模最小的超
大城市是印度的海德拉巴，人口规模仅略高于１０００万人。

以所在国家的人口增长为参照系，可以凸显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１９８０—
２０２０年，２１个超大城市国家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不足９０％，仅为３５个超大城市人口
平均增长率的１１％。３５个超大城市中，只有６个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小于所在国家的
人口增长速度 （美国２个，印度、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各１个）。

以所在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为参照系，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仍然是非常显著的。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２１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为２０１％，仅为３５个超大城市人口平
均增长率的２５％。在１５个只拥有１个超大城市的国家中，９个超大城市的人口平均
增长率高于所在国家的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在６个拥有２个及以上超大城市的国家
中，只有美国和巴西的超大城市人口增速小于其城市人口增速，其他４个国家至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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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第一号）———全市常住人口情况》，２０２０年深圳市常住人口
达１７５６万人。



大的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速大于其城市人口增速。而在这６个国家中，中国 （不包括

深圳）、印度、日本和巴西的人口规模最大的超大城市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这意味

着规模给增速带来的偏差可以忽略不计，增速的意义尤为显著。

以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为参照系，可以凸显超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在国家城市化

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的城市为特
大城市，１００万～５００万的城市为大城市，５０万～１００万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小于５０
万的城市为小城市。本文进一步将城区常住人口小于３０万的城市划分为小城镇。表
２给出了２１个超大城市国家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人口规模、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
城市数量和平均人口规模。将超大城市与其他规模等级城市进行比较，得出三个有意

思的发现。

表２　超大城市国家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增长

城市总人口（千人） 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 城市数量（个） 平均人口规模（千人）

１９８０年 ２０２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２０２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２０２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２０２０年

超大城市 ９８２０５ ６０７３５１ ８８８ ２０２９ ６ ３５ １６３６７ １７３５３
特大城市 １２１８０５ ２１２９２８ １１０１ ７１１ １６ ３２ ７６１３ ６６５４
大城市 １９７５０９ ６１５１９５ １７８５ ２０５５ １００ ３２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２２
中等城市 ９１６８２ ３０５９７５ ８２９ １０２２ １３２ ４４３ ６９５ ６９１
小城市 ７２５５９ １８７１２１ ６５６ ６２５ １８９ ４８７ ３８４ ３８４
小城镇 ５２４７０３ １０６５４５８ ４７４２ ３５５９ — — — —

　　

第一，超大城市的数量是最少的，但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是最突出的。２０２０
年，３５个超大城市的人口总量超过６亿人，占这些国家城市总人口的１／５以上。也
就是说，城市人口中每５个人中就有超过１个人生活工作在超大城市，而１９８０年城
市人口中每１１个人中才大概有１个人生活工作在超大城市。

第二，超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提升与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地位下降似乎

存在联系。显然，超大城市是从特大城市发展形成的，这意味着每出现１个超大城市
就要减少１个特大城市。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小城镇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也下降了近１２
个百分点。与此不同的是，大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和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相

对稳定。

第三，虽然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数量都在增长，但是只有超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

显著地增加，而其他规模等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基本呈现下降和不变的状态。１９８０—
２０２０年，超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增长了近１００万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
模分别减少５万多人和近１００万人；小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则基本保持不变。

通过对比其他规模等级城市可以发现，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非

常突出的表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特大城市占比及其平均人口规模的显著下降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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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些特大城市成长为超大城市，而新增长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显著地小于已经发

展成为超大城市的特大城市。因而，当一个国家有特大城市的时候，未来发展需要考虑

到它 （们）是否会发展成为超大城市，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战略。

（三）超大城市发展往往以中小城市的萎缩为代价

超大城市的增长往往是以中小城市的萎缩为代价的。小城市的数量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推进迅速增长，但是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基本上是持续下

降的，这在小于３０万人口规模的小城镇中表现得非常显著。在拥有超大城市的２１
个国家中，有１５个国家小城镇人口比重都是持续下降的，而超大城市人口比重基
本上稳步上升或者保持平稳状态。以人口大国为例，除印度尼西亚外，其他国家小

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均表现为明显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超大城市

快速增长的背后，所带来的是大量中小城市日益衰败的现实。这从城市发展理论也

可以得到解释，超大城市大且整合的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高品质生

活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中小城市人口，从而导致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持续

增长。无可否认的是，就业机会广泛、经济实力强劲、落户政策宽松本就是大多数

人选择未来发展城市的基本考量标准。

二、超大城市与国家城市体系

超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因而需要在一个国家的城市体系中认识超大

城市，并分析超大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对国家城市体系的影响。

（一）超大城市对城市体系结构的影响

传统上，城市规模可以根据５０万人和１００万人来划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
即人口规模小于５０万是小城市，５０万～１００万为中等城市，大于１００万是大城市。
根据不同城市规模等级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的不同，城市体系结构可以划分为三

类：金字塔结构、倒金字塔结构和哑铃结构。金字塔结构是指城市规模等级与人口比

重成反比，即城市规模越小的城市所占的人口比重越大，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所占的

比重越小。倒金字塔结构显示城市规模与人口比重成正比，即城市规模越大，人口比

重越高。哑铃结构则是中等城市人口比重最小，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人口比重都高于中

等城市。哑铃结构根据形状又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上大下小型 （称为Ⅰ型），即大
城市人口比重大于小城市；一般型 （称为Ⅱ型），即大城市人口比重和小城市相当；
上小下大型 （称为Ⅲ型），即大城市人口比重小于小城市。

图１显示２１个超大城市国家１９８０年和２０２０年的城市体系结构。１９８０年，Ⅰ型
哑铃结构国家有３个 （韩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它们的大城市人口比重很高，占

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分别为５９０６％、７０８９％和５４３５％；Ⅱ型哑铃结构国家有
５个，包括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它们的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人口比重基本持平；而
其他１３个国家都是Ⅲ型哑铃结构，它们小城市的人口比重明显高于大城市。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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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韩国成为第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国家，其大城市人口占比达８５２１％，明显高于
中、小城市；Ⅰ型哑铃结构国家有９个，数量比１９８０年增长了２倍，意味着城市体
系中的大城市不断发展，其人口比重越来越高。

图１　２１个超大城市国家的城市体系结构变化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

从图１可以总结出２个结论。第一，城市体系结构以哑铃结构为主。１９８０年２１
个超大城市国家全部都是哑铃结构，２０２０年仍有２０个国家是哑铃结构。第二，随着
超大城市的发展，城市体系结构呈现向倒金字塔结构或Ⅰ型哑铃结构发展的趋势。
２０２０年，首次出现了倒金字塔结构；２１个国家中有５个国家的城市体系结构从Ⅲ型
哑铃结构演变为Ⅰ型哑铃结构，有３个国家的城市体系结构从Ⅱ型哑铃结构演变为Ⅰ
４３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型哑铃结构，有３个国家的城市体系结构从Ⅲ型哑铃结构演变为Ⅱ型哑铃结构。这说
明，一半以上的国家城市体系结构呈现向 “上大下小”发展的趋势。由此可见，超

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推动倒金字塔城市体系结构的出现和流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

展，超大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将持续增长，可以预期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城市

体系结构向倒金字塔结构或类倒金字塔结构演变。

（二）超大城市与城市体系演变

分析城市体系发展是认识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采用城市集中

度、首位度、位序－规模法则的齐普夫指数和熵值等四个指标分析超大城市国家城市
体系的发展趋势和规律。这四个指标主要用来测度城市体系发展是收敛、发散还是平

行模式。收敛模式说明小城市的增长速度快于大城市，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的差距

在缩小；发散模式正好相反；平行模式则介于中间。

城市集中度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在第一、第二大城市中的集中程度。城市

集中度随时间增大，说明第一、第二大城市增长速度快，城市体系呈现发散式发展；

随时间减小，则说明规模城市体系呈收敛式发展。

首位度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差距。

其随时间的变化直接反映两个城市之间是发散还是收敛的，也可以间接说明规模城市

（人口规模达到７５万人的城市）的发展趋势。如果首位度随时间增长，表明第一、
第二大城市之间人口规模的差距加大，那么规模城市一般也会呈现发散式演变。

位序－规模法则反映城市规模等级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其一般的表达式为：

ｌｎＲｉ＝ｌｎＡ－αｌｎＳｉ （１）

其中，Ｒｉ是城市ｉ的规模位序；Ｓｉ是城市ｉ的人口规模；Ａ是常数，表示最大城
市的规模。对该公式进行回归，可得到齐普夫指数α的值。当α为１时，为标准齐普
夫指数，城市体系达到齐普夫定律的理想状态。α随时间的变化反映了城市体系的发
展趋势，当α增大时，中小城市不断增长，城市规模分布集中，城市体系呈收敛式
发展；当α减小时，大城市增长速度快，城市体系呈发散式发展。

熵值用来分析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离散程度或者均衡性。熵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ｅ＝－ １
ｌｎ（ｎ）∑

ｎ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２）

其中，ｅ为熵值；ｎ为城市数量；ｐｉ为城市 ｉ的人口规模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

其计算公式为ｐｉ＝
Ｐｉ
∑Ｐｉ

，其中 Ｐｉ为城市 ｉ的人口规模。熵值越大，城市体系越收

敛，城市分布越均衡。当所有城市规模相同时，熵值最大，城市体系最均衡。反之，

熵值越小，城市分布越不均衡。当熵值为０时，该国家的城市体系仅有一个城市，城
市体系处于最不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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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指标中，齐普夫指数和熵值反映城市体系整体的发展趋势，体现超大城市对城

市体系整体的影响；城市集中度和首位度反映国家最大的城市 （本文是超大城市）与其

他城市、第二大城市之间的差别，体现超大城市对城市体系上端 （大城市端）的影响。

在反映城市体系整体发展趋势的指标中，我们认为熵值可能更为准确，这是因为齐

普夫指数是通过回归分析估计的，而回归分析估计反映的是变量之间均值的关系，且受

变量极端值的影响。超大城市有上千万人口，而中小城市只有几十万人口，差别巨大。

此外，城市体系局部发展趋势可能与整体发展趋势不一致，比如，齐普夫指数在均值上

反映的城市体系收敛或发散趋势不一定在城市体系两个端点 （大城市端和小城市端）

都有同样的表现。这在实证研究上已有支持：Ｄｉｎｇ和Ｌｉ（２０１９）用非参数方法估计中国
城市体系演变规律，发现中国城市体系在大城市端是发散的，而在小城市端是收敛的。

本文利用２１个超大城市国家的规模城市人口数据计算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四个指标的
变化 （见表３）。① 通过对表３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超大城市的出现
和发展对国家城市体系的影响不可忽视。超大城市对国家城市体系的影响既可能是整

体的，也可能是局部的。整体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城市体系呈现发散式发展。１９８０—
２０２０年，除了５个１９８０年就有超大城市的国家和２个人口大国 （中国和印度），其

他１４个国家中有７个国家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俄罗

斯、秘鲁和韩国）的熵值是变小的；有５个国家 （埃及、孟加拉国、俄罗斯、秘鲁

和韩国）的齐普夫指数变小了，同时这５个国家的熵值也变小了。２１个国家中，有
１４个国家的首位度在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是增大的，有１１个国家的城市集中度是上升的。
同时，超大城市国家中最大的城市一定是超大城市。因而，首位度和城市集中度的增

长说明超大城市与其他规模等级城市的差距在变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城市体系至少是

局部发散的。２１个国家中，有５个国家 （韩国、秘鲁、俄罗斯、孟加拉国和埃及）

四个指标都显示城市体系的 （整体或者局部）发散。

表３　２１个超大城市国家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城市体系结构指标的变化

国家
城市集

中度

首位

度

齐普夫

指数
熵值 国家

城市集

中度

首位

度

齐普夫

指数
熵值

刚果民主共和国 ６３４＃ １４２＃ ００４ －００３＃ 阿根廷 －６４３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３

埃及 ９４６＃ １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９＃ 哥伦比亚 ６９１＃ ０７１＃ ００１ －００３＃

尼日利亚 －２５２ １６９＃ ０２５ ００２ 秘鲁 １５１＃ １２５＃ －００１＃ －００１＃

孟加拉国 ５４２＃ １７５＃ －００３＃ －０１５＃ 韩国 ２３５６＃ ４６４＃ －００６＃ －０１５＃

印度尼西亚 －１３５５ ６１＃ ０１９ －００２＃ 巴基斯坦 －２２６ －００３ ００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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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规模城市为２０２０年人口规模达到７５万人的城市，由于城市人口在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是增长的，这
意味着很多城市的人口规模在２０２０年之前不足７５万人。按照这一标准，利用人口数据测度超大城市国家城市
体系发展的优点是城市样本数据在一个国家内是固定的，这样相应指标 （齐普夫指数和熵值）在纵向比较方面

更为准确。



续表

国家
城市集

中度

首位

度

齐普夫

指数
熵值 国家

城市集

中度

首位

度

齐普夫

指数
熵值

菲律宾 －６７７ －２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９ 巴西 －３４ －１３３ ０１６ ００８

泰国 －７６８ －３８１７ ０３５ ０４８ 日本 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７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９７＃ ０６４＃ ０１１ ００２ 美国 －２３５ －０１３ ０３７ ００５

俄罗斯 ３２２＃ １５４＃ －００１＃ －００３＃ 印度 ０５５＃ ０４７＃ ０１３ ００２

法国 －１１８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２ 中国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４１ ００４

墨西哥 －８１６ －１５３ ０３６ ０１４

　　注：表示人口大国 （１亿以上人口）；＃表示城市体系呈发散趋势。

第二，城市体系发散 （至少局部发散）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

发达国家也有城市体系呈发散式发展的，比如韩国，其２０１９年的人均ＧＤＰ高达３１８
万美元。不过，发展中国家城市体系发散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埃及、俄罗斯和哥伦比

亚等。

第三，城市体系发散 （至少局部发散）与国家的规模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１
亿人来作为人口大国的划分标准，２１个国家中有１３个国家是人口大国 （埃及、尼日

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俄罗斯、墨西哥、巴基斯坦、巴西、日本、

美国、印度和中国）。超大城市在人口大国也有可能促使城市体系呈发散式发展。俄

罗斯、孟加拉国和埃及的四个指标揭示了城市体系整体和局部的发散。日本、印度和

中国的首位度和城市集中度也都是增长的，说明它们的城市体系上端 （大城市端）

由于超大城市的发展而呈发散趋势。有意思的是，在人口小国 （如阿根廷），超大城

市的出现和发展也有可能不促使城市体系 （整体或局部）呈现发散的趋势。

三、城市规模增长的相关理论

（一）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

城市理论论证城市规模与企业效率、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传统的解释城

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的理论是城市集聚效应。集聚经济理论从规模经济、中间产品共

享、知识和技术溢出解释城市规模对城市效率的正面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业产品

的专利申请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即城市规模越大，专利数也越多。一般地，人们接受

想法的能力或他们的想法受思想来源的距离影响，思想交流在较远距离内相对较难。

因此，人们在空间上高度集中的城市中促进了思想交流，而思想交流是建立新思想的

基础和生产现有商品的新方式 （Ｊａｆｆｅａｎｄ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ａｎｄＦｅｌｄｍａｎ，
１９９８）。

随着研究的深入，集聚经济理论扩展到劳动力池、劳动力匹配、本地市场效应等

方面。劳动力池理论将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厚度联系起来，论证城市规模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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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劳动力市场就越深厚，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好的就业保障，为企业提供弹性的

劳动力供给，进而弱化企业经营对工资的影响，有利于城市工资的稳定。劳动力池对

城市效率的影响在具有专门技能的就业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劳动力匹配理

论把城市规模和从业者与企业的技能匹配联系起来，论证城市规模越大，高技能的从

业者越有可能与高效率的企业匹配。这种分类性的劳动力匹配是超大城市不断增长的

原因之一。Ｄｕｒａｎｔｏｎ和Ｐｕｇａ（２００４）详细综述了城市集聚经济效果的理论。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和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３）综述了城市集聚效果的实证研究文献。近十几年来的企业选择理
论也从消费者和市场的角度解释了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之间的正相关。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和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８）、Ｃｏｍｂｅｓ等 （２０１２）从理论上论证城市规模对企业选择效应的作用，
即证明了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高。他们的理论得到 Ｓｙ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４）、Ａｃｃｅｔｔｕｒｏ等
（２０１８）、Ｄｉｎｇ和Ｎｉｕ（２０１９）等实证研究的支持。

（二）城市规模与城市产业多样性

城市规模与产业多样性正相关。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会通过交叉影响提高生产力并

促进创新，对附加值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并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新企业的吸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Ｂａｔｉｓｓｅ，２００２；Ｐｕｇａ，２０１０）。相反，区域产业集中可能会对企业
生产率和当地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３）。一个由行业少
数几家大型企业主导的区域将会产生更少的与集聚经济有关的正外部性，最终降低生

产率并阻碍创业与创新 （Ｓａｘｅｎｉａｎ，１９９４）。
从理论上说，一个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可能会限制中间投入共享、劳动力市场集

聚和知识溢出的程度，从而削弱集聚经济。原因如下：第一，大企业在为其中间投入

寻找非本地供应商方面具有经济优势，从而缩小了独立供应商的本地市场规模

（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８；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第二，在某一区域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可能会对同
一行业内小企业的劳动力共享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工人 （尤其是那些具有

技能和经验的工人）更容易被提供更优工作报酬和更稳定就业机会的大企业所吸引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２００１）；第三，由大企业主导的区域经济倾向于减少知识溢出，培育出
阻碍创新与市场变化适应的商业文化 （Ｃａｒ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ｕｒｉｋ，１９９９）。

还有一些有关城市产业多样性的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例如，Ｊｅｔｐａｎ
（２０１９）研究城市产业多样性和专门化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发现如果一座城市既不专
业也没有产业多样性，那么它在经济竞争中将成为失败者。Ｓｉｍｏｎｅｎ等 （２０１５）研究
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发现高科技的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

的。Ｌｉ等 （２０１９）研究了区域产业结构／产业集中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他
们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估计在区域结构制约集聚效应下的企业生产率，得出区

域产业结构对企业产出少有影响但对地方化集聚颇有影响，而地方化集聚又反过来影

响企业生产率的结论。换言之，在产业部门较少地被本行业少数几家巨头企业主导的

城市中，地方化集聚效应更强。他们的结论的重要政策含义是，从长期来看，偏向大

型企业的产业政策可能对当地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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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规模与城市品质

超大城市发展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房屋价格上涨的速度远远高于工资上涨的

速度。国内外的许多城市都有这个现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内一线城市 （如北京、

上海等）房价上升的速度比较快。纽约、旧金山、东京、首尔等国外城市的房价也

都有过高速增长的时期。①

根据Ｇｌａｅｓｅｒ等 （２００１）的研究，房价上涨的速度快于工资是源于这些城市特有
的品质吸引了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经济理论认为工资反映的是劳动生产

率。城市房价上涨快于工资的增长，说明城市生活品质提升的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提

升的速度。城市生活品质与城市品质高度相关。房价上涨快的城市都具有高质量的品

质。他们将城市的高品质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服务和消费品丰富的多样性。不同于制

造业产品，餐馆、戏院和社交伴侣的诱人组合等都是难以运输的，故都是本地商品。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美国和法国拥有较多餐馆和戏院的城市增长都比较快。二是城市文
化、历史和建筑等方面的美学价值。很多城市拥有举世瞩目的建筑景观，这些建筑景

观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三是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例如，高

质量的学校往往与城市增长正相关。四是速度。随着社会的进步，时间成本不断提

高，货物的运输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人的空间移动和思想的空间流动变得越来越重

要。这使得传统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比如，纽约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靠近
中央商务区的地方都发展得比较好，而郊区的发展较为落后。这表现在靠近商务区的居

民的收入和住房价格都增长得比其他地区快，而郊区的居民收入和房价是持续下降的。

（四）城市增长的规模递增规律

在规模经济不变的框架下，规模有最优点。在没有到达最优规模前，规模增长的

（边际）回报或收益是大于 （边际）成本的，效益随规模的增长而提高；达到最优规

模之后，规模增长的 （边际）收益是小于 （边际）成本的，效益随规模的增长而减

少，此时，效益是规模递减的。而在规模经济递增的框架下，没有均衡状态，也不存

在最优规模，效益总是随着规模的增长而递增。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Ｖａｌ和Ｏｌｍｏ（２０１５）通过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美国城市增长的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具有规模递增效益。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６）通过整合市场规模、交通成本和企业的规模递增效益论证城市规模不断扩张
的机制。Ｂｅ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等 （２００７）研究发现，信息、创新、社会财富、劳动生产率、工资
和收入、ＧＤＰ等都与城市规模有显著的超线性关系，即这些因素都表现出显著的规模
递增效益。这些研究结论不受分析时段、研究地区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稳健性。

东京可能是一个佐证城市遵循规模效益递增规律的典型案例 （见图２）。２０１０年
是日本人口发展的转折年，自此以后日本的总人口开始下降。２０１５年则是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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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转折年，自此以后日本的城市总人口开始下降，但是东京都市人口却一直保持

增长。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日本的总人口大约减少了２００万人，城市人口减少了６４万多
人，而东京人口却增长了５３万多人。在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规模小于１０万人
的日本城市有一半以上是持续负增长的。在超大城市持续增长的同时，很多中小城市

衰亡的现象不是日本独有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 （丁成日，２０１５）。可见，城
市增长遵循规模经济递增。与其他规模等级城市不同，超大城市的规模大，规模效益

高，从而导致其人口增长速度最快。

图２　东京和日本人口增长率的变化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

（五）城市增长的非经济影响因素

城市增长受城市政治的影响也比较大，特别是在城市集中度较高的国家里。相比

城市化水平，城市集中度更容易受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政府政策和国家政治机

构都显著地影响城市集中度。研究发现，许多国家的政治机构和政策可能会鼓励城市

的过度集中 （Ｄａｖｉｓａｎｄ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其理论依据是：当国家倾向于一个城市
的时候，城市之间缺乏公平竞争环境。倾向性城市一般是首都 （如曼谷、墨西哥城、

雅加达、首尔、巴黎等），或者是国家精英高度集聚所在地 （如圣保罗）。Ａｄｅｓ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９９５）研究发现，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没有经济发展的城市化、缺乏政
治稳定性、封闭性经济等原因都可能使城市化更倾向于大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化发

展中人口更倾向于向大城市集聚。而政治中心 （首都）往往会发展成为特大城市

（ＭｏｏｍａｗａｎｄＳｈａｔｔｅｒ，１９９６）。此外，Ｌｅｅ（２０１１）通过分析５３个城市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年
的增长，发现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同样有利于城市就业的增长。

四、城市发展战略转变的国际经验

随着超大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其规模也不断扩大，促使学者和决策者重新认识

（超）大城市及其问题 （如城市病），促使城市 （化）发展理念、观念和政策的转

０４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变。最突出的是表现是，城市增长控制不再受到热捧甚至被抛弃，城市政策、理念和

观念转向城市理性或者智慧增长。以下几个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比较典型。

（一）日本东京

为控制和管理东京的发展，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政府相继制定首都
地区发展规划，目前已修订到第七次。１９５６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一个首都地区发
展规划，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一个以东京为中心的半径为１００千米的包括东京和其
他７个省的区域性行政管理体系；在东京周围建立绿化隔离带；协调东京大都市圈周
围主要城市的发展 （张惠强、李璐，２０１８）。其中，绿化隔离带政策主要借鉴了英国
伦敦的发展经验，主要目的是控制东京人口的增长。然而作为第一个借鉴伦敦绿化隔

离带政策的城市，东京的绿化隔离带政策仅存在了１２年，在１９６８年第二个首都发展
规划中就被废除了。绿化隔离带政策的失败使得日本政府开始认识到为了控制城市增

长而不重视市场发展规律是行不通的，城市的发展政策必须以市场发展规律为依托。

换句话讲，城市增长是无法进行控制的，只能通过政策或规划进行引导。

１９８６年之前，日本首都地区发展规划的核心是限制东京发展、追求平衡。１９８６
年以后，特别是１９９９年以后，日本认识到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大城市对经济发
展的积极作用 （不仅仅是城市病），开始实行灵活的规划管理措施，而不是一味追求

限制发展、平衡发展。具体的体现是实施 “有选择性的引导和转移”战略。日本从

第二个发展规划开始就重视发展东京的公共交通系统，大力建设公共交通系统，发展

不同等级的城市轨道交通 （如重轨和轻轨），大力推动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Ｄ），通过公交和土地开发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公交投
资、融资问题，并在第四个发展规划 （１９８６年）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使得东京发
展成为ＴＯＤ的典范。同时，第四个首都地区发展规划着重强调了东京大都市作为国
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开始体现市场需求，为其进一步吸引商业和企业总部提

供了规划上的支持，这标志着东京城市规划理念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而１９９９年的
发展规划则首次正式评价大城市在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区域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积极地应对城市问题，而不只是片面地强调 “城市病”和与城市规模相

关的城市问题。

（二）韩国首尔

鉴于首尔在人口增长和经济活动方面的高度集中，控制城市增长不仅是首尔城市

政策和战略的核心内容，还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韩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核心

内容。相应地，韩国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一系列的规划和法规来控制和限
制首尔的人口增长。１９６４年推出的 《限制首尔人口增长的特别办法》禁止新工业建

设以及已有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等的扩建 （Ｂａｅ，１９９８；Ｋｉｍ，２００１；Ｂｅｎｇｓｔｏｎａｎｄ
Ｙｅｏ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５）。１９７１年建成了环绕城市的封闭绿化隔离带以控制首尔市的蔓延。
在绿化隔离带之外建立了新的工业城市 （如昌原和中洞）以满足增长的需求。然而

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控制首尔的增长和鼓励其他地区的发展，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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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首尔的人口增长率仍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人口分散化的结果也不尽
如人意，鼓励搬迁地区和增长管理地区的人口增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集聚经济

带来的人口增长激励机制超出了规划者的预期。

１９８４年首次制定的 《首都区域规划》和 １９８９年公布的新城镇发展规划，标志着
韩国以往限制或控制首尔地区人口增长政策的失败。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首尔都
市区增长管理的总体框架开始改变。五个功能区在１９９１年重新整合成三个，土地利
用和开发变得更加灵活。对不同的土地用途设置不同的发展限制，开发者在相应限制

内对于土地开发 （包括商业、公共机构、写字楼和住宅）的选址享有一定的自由。

１９９９年，首尔市建立了首尔动画中心和首尔高科技创业中心等专门化的工业支持中
心。同时，在城市中心划定一些特区来推动主导产业的发展。这些特区享受较为宽松

的政策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中心城市 （包括 ＣＢＤ）划定为商业服务，汝矣岛划定为
金融区，德黑兰路划定为信息通信带，麻谷划定为高科技园和材料生产区，上岩将建

成为数字媒体城。数字媒体城突出体现了首尔市政府试图通过加速技术扩散和鼓励相

关企业的空间集聚来促进正在形成的集聚经济。为进一步提升韩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国际地位 （已经在这个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首尔数字媒体城于２００２年正式建
立，其目的是促进数字媒体工业和其他相关产业 （比如软件、信息服务、信息制造、

与媒体和娱乐有关的研发中心，以及数字媒体产品营销等）间的协同促进效应。数

字媒体城是一个将媒体技术、产业发展和文化艺术与城市统筹发展的典范，被誉为首

尔通向未来的大门。

不断增长的人口、一系列控制措施的失效和对首尔国际竞争力的担忧迫使首尔城

市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一味地强调控制和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 （如

高校和研究机构限制人数扩张、工厂迁出、限制外地学生入学等）；产业发展空间布

局不再一味地受地理范围的限制，主导产业可以落户于首尔核心区；认识到空间隔离

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不利于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发展。

（三）英国伦敦

伦敦２０２０年的都市人口略超过９００万人，虽然还不算是超大城市，但是伦敦有
着非常著名的城市增长控制的政策和规划实践，同时也是英国最大的城市，其城市发

展战略的转变同样值得我们参考。

英国是第一个试图通过绿化政策来限制和控制大城市的增长和空间扩张的国家。

日本和韩国都先后学习过英国的绿化带政策，北京也长期推行绿化带规划来试图控制

城市增长。此外，英国还试图通过卫星城发展战略来控制大城市 （主要是伦敦）的

增长。１９３５年 “绿化带”的概念首次被提出，１９５２年通过的 《城镇发展法》倡导通

过新城 （卫星城）建设来应对伦敦人口 “过剩”问题。１９６２年伦敦绿化带被正式纳
入城市规划，明确其地理范围和界线。１９８８年绿化带的规划范围重新调整后，原来
的绿化带概念不复存在。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欧元的推行和欧洲统一市场的发展，
伦敦作为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挑战。为了进一步加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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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伦敦的城市发展不再强调增长控制，理念转向城市的增长。

２０１５年，伦敦推出 《伦敦２０３６：就业和增长的议程》（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３６：Ａｎ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Ｊｏｂ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旨在实现１０００万人口，新增１４０万就业和增长１４６０亿欧元收
入的目标。至此，伦敦实现了从限制、控制增长到鼓励增长的转变。该议程强调伦敦

要成为同类城市中 （纽约、巴黎、东京）收入增长最快的城市，将就业创造和增长

转化成其发展计划，通过提高城市多样性和韧性来应对危机。

五、启示与建议

超大城市的发展促使我们对城市的 （再）认识，特别是城市增长的规律、城市

规模与城市效率之间的关系、城市规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也促使很

多国家调整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

超大城市增长有其内在的规律。作为人口集聚中心、经济聚集中心，违背市场机

制的城市增长控制政策和规划往往徒劳无功，不能有效控制城市过度增长，相反其产

生的后果是有代价的。很难想象首尔都市区有超过２０万个没有正式登记的工厂。因
此，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如何根据超大城市的发展现状，认识、遵循城市发展规

律，找出适宜中国超大城市发展的道路，积极地应对城市问题，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超大城市是可以在可持续的轨道上发展的。相关理论和国际案例表明，推动超大

城市可持续发展 （应对城市问题）应秉持以下三个理念。

（一）着力增强规划和政策调控的灵活性

日本国家或区域层面的规划没有达到控制城市增长的预期目标，但地方规划的灵

活性却极大地促进了东京城市增长的成功。与此相反，韩国采用并执行刚性的分区规

划，整个首尔地区依赖如三个分区 （原为五个分区）的管制政策来实现土地利用目

标，而留给市场很小的空间发挥激励作用，导致其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产生大

量的社会经济成本。因此，政府应正确认识超大城市增长的规律，对超大城市的发展

实施有选择的引导和转移战略，制定灵活的规划和政策调控对超大城市人口进行管

理，以现代化理念深化超大城市管理，提升超大城市增长质量。

（二）科学制定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政策

在城市化过程中，如果城市化政策违背市场的发展意愿，那么政策控制的效果

将不会理想。如日本和韩国曾分别制定政策遏制东京和首尔的增长，但这两个城市

仍在市场的压力下成长为今天占据统治地位的规模。而美国针对其城市蔓延现象，

提出了理性增长的新观念，这种观念服务于经济、社区和环境，遵从市场发展规

律，从而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应认识到市场发展规律对于超大城市增长

的内在作用，结合市场机制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整合城市各类资源，实现超大城市

的均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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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分重视城市的集聚效应

城市的集聚效应是城市发展，特别是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十四五”规划倡导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和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日本

东京的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增长本身非但不是一个问题，相反还是一个机会。城市人

口集聚与政治、经济、文化集聚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超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城

市集聚效应是其他中小城市无可比拟的，不能仅仅将超大城市看作人口剧增的城市空

间形态，对其人口进行简单的增长控制，而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促进城市集聚效应的

发挥，通过规划和政策减少城市集聚带来的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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